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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扩容能否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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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资本要素的高效利用。本文基于 2003—2017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市
的面板数据，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样本期内两次扩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广义合成控制法和双
重差分法验证了区域一体化扩容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 ( 1) 扩容改善了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且
改善作用随时间增加而增大; ( 2) 扩容对新进外围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改善作用小于原位中心城市; ( 3) 扩
容改善了安徽与江苏境内的新进外围城市资本配置效率，但对浙江境内新进外围城市改善作用不明显。本文
还进一步对区域一体化扩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扩容能通过“打破流动壁垒”、“完
善产业分工”和“提升区域金融水平”三种作用机制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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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数度调整的实践中走出以

城市群为主体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发展道路。四十年来，城镇化水平从 19. 4%上升为
58. 5%，从落后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 20. 1%到超过
3. 7% ( 方创琳，2018［1］) ，城镇化发展创造了世界

奇迹。在积聚经济的作用下，区域范围由 “大城市
—城市群—多城市群”转变，规模不断壮大 ( 丁建

军，2010［2］) 。长三角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扩容正是

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的典型。2018 年 11 月 5 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

升为国家战略。次年 5 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 ( 以下简称 《纲要》) 提出要紧扣
“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将 “一体化”

范围扩大至 “三省一市”全域，首次将安徽全省纳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在发展的数十年

间，面对的内部基础不同，外部环境不同，区域发展

的竞合关系和合作模式不断转变。长三角城市群所吸

纳的城市，也正从传统的地理邻近逐渐扩大到更广范

围的经济圈概念 ( 王全忠和彭长生，2018［3］) 。从改

革初期 “上海经济区”的横向协作，到开放时代依

赖地理区位上与上海的临近，组建的 “长江三角洲

城市经济协调会”，形成较长时期的“15 ( + 1) ”模

式的区域竞合联盟，再到新时代国家战略下的长三角
“北上、南下、西进”稳步扩容，组建区域共同体
( 徐琴，2019［4］) 。产业分工、协同与转移加速带来

的长三角城市群不断向外扩展空间地域范围，逐步打

破“俱乐部收敛”，促进全方位合作和共同发展 ( 施

建军和梁琦，20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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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区域扩容所创
造的成就，实现了长三角数十年的黄金发展期，打造
了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
入瓶颈期，长三角亦逐渐步入 “增速放缓、结构转
型、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地区发展重心由总
量经济转向“结构稳增长”经济。《纲要》指出长三
角进一步发展需紧扣“高质量”，而作为推动经济发
展的直接要素 “资本”就显得尤为关键。经济的增
长不能仅依靠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来提高，而更应通
过供给侧的结构优化以实现资本高效利用。因此资本
的高效配置是长三角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恰
逢《纲要》首次将安徽全省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规模进一步 “西进”壮大。由此引出
问题: 长三角城市群过去数次的区域一体化扩容是否
有助于资本合理利用? 资本配置效率在扩容进程中是
否改善?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长三角城市群以史
为鉴，在区域一体化进一步 “西进”中继往开来，

实现资本高效配置，经济高质量增长。

本文运用 2003—2017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市的面
板数据，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样本期内两次扩容
为准自然实验，整合采用广义合成控制 ( GSC) 、合
成控制 ( SCM) 、双向固定效应双重差分 ( 双向固定
效应 DID) 、多期倍分 ( 多期 DID) 等方法检验区域
一体化扩容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效果与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一) 文献回顾
城市群的形成一般受到战略布局、技术水平、自

然资源等因素影响，形成区域内具有一体化联系的经
济圈。但由于存在天然的自然界限与人为的行政规
划，城市群内部存在分割。具体而言，根据 Krugman

的“中心 －外围”理论，城市群被划分为中心城市
与外围城市两部分 ( Krugman，1991［6］; Fujita et al. ，
1999［7］) 。从理论上讲，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从起源
来看就是不对等的，中心城市无论是政治经济权力，

或是资源要素禀赋，均远优于外围城市。因此，高端
人才的产生和科技的进步创新易发源于中心城市，这
些优势的存在使得外围城市的资本和劳动力进一步向
中心城市积聚，造成区域的不平衡发展，这就是
“极化效应”( 虹吸效应) 。但一个区域能否形成大规
模城市群，最终实现共同发展，更应是中心城市的资
本、技术和信息等优势能流向外围城市，由中心城市

产生“涓流效应” ( 外溢效应) 带动外围城市发展。

在现实情况中，“极化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扩
大“涓流效应”影响，使其大于“极化效应”，地区
的发展才能实现一荣俱荣 ( 王小鲁，2010［8］) 。以长
三角为例，毕秀晶和宁越敏 ( 2013 ) 通过空间计量
分析发现长三角中心城市发展具有外溢性，城市群在
大都市区的带动下，非大都市区发展迅速，彼此间经
济水平差异逐渐缩小［9］。周光霞和余吉祥 ( 2013 )

从市场潜力出发，验证了长三角城市群符合 Fujita
and Mori ( 1997 ) 、Fujita et al. ( 1999 ) 提出的中心
城市距离和当地市场潜力之间的 “∽”曲线关
系［7］［10 － 11］。邓文博等 ( 2019) 基于 DID检验，发现
长三角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中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
有显著的推动作用［12］。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城市群
的区域一体化扩容，典型的中心城市与新进外围城市
关系的研究开始出现。刘乃全和吴友 ( 2017 ) 发现
2010 年长三角扩容对整体城市群经济增长有促进作
用，且对新进城市的促进作用大于原位城市［13］; 张
学良等 ( 2017 ) 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促进城
市群形成这一项准自然实验，发现城市加入协调会能
显著降低边界效应［14］; 王全忠和彭长生 ( 2018 ) 发
现长三角城市群扩容的加入效应低于预期，加入城市
群对周边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限［3］; 张安驰
和范从来 ( 2019) 发现长三角在发展过程中，经济
整体呈现收敛态势，其中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圈区域
内部收敛性不断增强，而以南京为核心的西部区域则
没有收敛关系［15］; 尤济红和陈喜强 ( 2019) 发现通
过城市群扩容的区域一体化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在
降低原位城市污染密集度的同时并未增加新进城市的
排污密度［16］。总结前人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关
于扩容效应的影响多集中于经济增长、边界效应、平
衡发展与环境效应。长三角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
《纲要》的“一极三区一高地”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样
板区的定位，因此在关注长三角扩容带来经济增长同
时，也应关注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禀赋资本在扩
容过程中是否得到有效利用，这对长三角通过优化供
给侧的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具
有重要意义。

(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992 年，上海等 14 市①经协委 ( 办) 成立长三

角经协委 ( 办) 主任联席会; 1997 年泰州加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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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正式成立; 2003 年台州
加入，长三角自此形成较长时期的 “中心 16 市”城
市群。直到长三角经济协调会 2010 年吸收 6 市①;
2013 年接收 8 市②，长三角稳步扩容才打破了长三角
“中心 16 市”的格局。基于 Krugman 的 “中心 － 外
围”理论，如果将长三角“中心 16 市”作为中心城
市，长三角新扩容的 14 市则是典型的新进外围城市。

本文将基于以上框架与资本符合市场化配置方是最优
两条原则进行分析。

以往，与市场配置较为成熟的商品和服务市场相
比，由于长三角地区资本市场存在流动机制障碍、市
场规则建设滞后、金融市场化程度不足等原因，市场
对资本的配置作用有限，因此造成资本要素错配、资
本要素流动缺乏活力等问题，配置效率自然不高。在
“中心 －外围”理论中，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
关系由两种力量决定，分别是促进经济积聚的向心力
和排斥经济积聚的离心力。二者的相对大小决定了经
济活动的积聚或离散。将中心城市通过资本技术外
溢、产业互补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使能量向外扩散
带动外围城市发展的向心力称为 “涓流效应”; 将外
围城市由于外部不经济、资源要素被虹吸、政策导向
失衡等造成能量被中心城市吸收和区域不平衡加剧的
离心力称为 “极化效应”。只有 “涓流效应”大于
“极化效应”，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才能共享发展成果，

实现一体化发展。虽然长三角扩容过程中，中心城市
对外围城市的“极化效应”无可避免，但本文认为在
新形成的“中心 －外围”结构下，“涓流效应”的力
量将更强，资本在“涓流效应”的影响下，将获得更
好地市场化配置与更高效地利用。原因有三:

1. 打破流动壁垒，资本实现自由流动与优化配
置。在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的升
迁与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地方政府受到处于政治
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官员影响 ( 周黎安，2004［17］) ，会
通过设置要素流动壁垒和分割市场以影响资本市场化
配置 ( 成力为等，2009［18］) ，锁定资本在本地区的
留存。具体表现在: 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竞争提供
公共产品，建造产业园区; 通过税收竞争，对企业减
税降费。例如城际间的“断头路”、各地区招商引资
税费优惠差异巨大等。但在新 “中心 －外围”结构
下，新进外围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群，新进城市与原
位中心城市间的市场分割能得到有效缓解。张学良等

( 2017) 发现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能促进市场整
合，显著降低地区间市场分割［1 4］。吴俊和杨青
( 2015) 发现对长三角区域进行扩容，从经济规模角
度看，能使边界效应显著减小［19］。扩容后，新进外
围城市与原位中心城市间的政府联系加强，多层次合
作有效推动，资本在城市群内实现更自由地流动与更
优化地配置。一方面，扩容实现区域间资源互补与利
用 ( 施建军和梁琦，2007［5］) 。例如: 安徽新进城市
中马鞍山的钢铁、淮南的煤炭等矿产资源输送到中心
城市，同时中心城市中富余的资本能输入新进城市创
业投资。另一方面，扩容实现地域上的扩张，“飞地
经济”、“共建产业园区”蓬勃发展，使资本在城市
群内部有更多配置空间。资本在城市群内的自由流
动，有利于从低收益率的地区、行业流向高收益率的
地区、行业 ( 张伯超等，2018［20］; 钟军委和万道侠，
2018［21］) ，实现更高效地配置。

2. 产业合理分工，顺应市场规律，资本获得高
效配置。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 “涓流”作用主要通
过两种途径: 产业集聚效应与产业互补效应。其中产
业互补效应是指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根据各自地要素
禀赋进行产业分工与专业化，依据比较优势原则进行
产业布局，共同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过去长三角 “中心 16 市”中，上海的经
济腹地为更好对接上海，逐步形成以上海为总部，上
海经济腹地为生产基地的 “前店后厂”模式。但上
海对经济腹地的影响存在距离阈值，当超过上海影响
距离，对上海配套产业的追逐造成城市间重复建设与
产业同质化问题 ( 余霞民，2016［22］) 。各地发展的
产业由于距离、运输、沟通等因素，并不符合比较优
势，这就极大降低了配置在产业中资本的使用效率。

但在新“中心 －外围”结构下则给原位中心城市缓
解产业同构问题的契机。一方面在吸取过去经验的基
础上，能够引导新进外围城市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发
展特色产业，与原位中心城市形成差异化的产业分
工，完善城市群产业布局。另一方面新进外围城市能
承接原位中心城市的非核心功能疏解，进行顺应产业

生命周期的梯度转移，缓解原位中心城市中产业同构

问题。因此顺应市场规律，依据比较优势构建的长三

角产业结构，有助于城市群内部由产业同构走向产业

分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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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6 市: 合肥、盐城、马鞍山、金华、淮安、衢州。
8 市: 连云港、徐州、芜湖、滁州、淮南、丽水、宿迁、温州。



变，改善配置于产业中资本的使用效率。
3. 区域金融一体化，金融整体水平，深化资本

市场化配置。金融的发展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
信息不对称等途径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 ( Wurgler，
2000［23］; Pang and Wu，2009［24］) 。在新“中心 －外
围”结构下，中心城市具备较好金融基础，尤其是
上海既是国际金融中心，更是长三角区域金融中心。

齐昕和郭薛南 ( 2019 ) 发现金融发展与金融集聚度
水平高的城市能对周边城市产生辐射作用，而上海是
长三角城市群中金融辐射效应最强的城市［25］。扩容
后，新进外围城市可通过金融一体化产生的 “涓流
效应”，享受到向外扩散的中心城市经济能量，促进
整体金融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
我国目前行政力量分割和银行业地方分治的管理模式
抑制了储蓄资金的流动，造成 “资产荒”与 “资金
荒”并存。区域信贷一体化的发展，有助于储蓄资
金借助信贷市场从盈余地区向赤字地区转移，实现市
场化“精确滴灌”。另一方面是新进外围城市，可借
助上海“金融中心”优势，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推
进区域金融信息共享，打造功能互补、优势叠加、特
色鲜明的长三角金融集聚生态圈，助推本地区金融发
展。外围城市金融水平提高后，金融辐射作用面积会
出现重叠，为共享金融资源、促进金融流通提供平
台，形成 “金融马赛克”现象 ( 黄丹荔和吴昳，
2019［26］) ，反过来促进中心城市金融建设。

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假设 1: 长三角一体化扩容
能改善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

根据“中心 －外围”理论，原位中心城市对新
进外围城市同时存在 “涓流效应” ( 正外部性) 与
“极化效应” ( 负外部性) 。虽然在区域扩容的过程
中，原位中心城市对新进外围城市的 “涓流效应”

是大于“极化效应”，即对新城市群整体而言资本配
置效率均能获得改善。但由于新进外围城市不可避免
的同时受到原位中心城市的正负外部性影响，导致区
域扩容对原位中心城市和新进外围城市的影响存在异
质性，新进外围城市的改善作用小于原位中心城市。

因此，提出假设 2: 区域一体化扩容对新进外围
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改善作用小于原位中心城市。

近年来，随我国政府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实施，我国资本积聚能量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
拓展。蔡翼飞等 ( 2017) 对区域资本流动进行估算，

发现 2012 年起中部地区已经成为资本净流入地
区［27］。肖燕飞 ( 2017 ) 利用 General G 系数识别中

国区域资本时空演变特征，发现高热点地区逐步由东
部向中部地区转移，2014 年安徽和江苏是资本积聚
热点最高的两个地区［28］。根据市场配置最优原则，

资本流入安徽与江苏境内的新进外围城市更符合市场
规律，改善应优于流入浙江的新进外围城市。

因此，提出假设 3: 地处安徽与江苏境内的新进
外围城市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要优于地处浙江境内的新
进外围城市。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一) 模型设定
目前对政策有效性评估的主流方法有双重差分法

( DID) 和合成控制法 ( SCM) 。其中 DID存在两方面
不足: 一是平行性趋势假定基础不易成立和当面临多
种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可能引发内生性等问题，二是
DID主要针对政策的整体效应进行评估，难以观测到
短期带来的动态变化。SCM 是 DID 基础上改进的非
参数方法，更适合对单个实验单元进行效果评估。因
此当面对多个实验单元，学者们通常通过取平均，将
多个实验单元先合并成一个新的分析单元 ( Abadie et
al. ，2010［29］; 刘乃全和吴友，2017［13］) 。但仍存在
两个不足: 一是忽略了原实验单元之间的异质性，二
是不能用于非同期的政策有效性检验。鉴于以上方法
的不 足， Xu ( 2017 ) 提 出 广 义 合 成 控 制 法
( GSC) ［30］。GSC放松了平行趋势假定，允许政策处
理变量与未观测的单元的时间异质性相关，并将
SCM推广到多个实验单元和多期政策的情况。综上，

针对长三角城市群多处理单元、非同期扩容的现实情
况，本文采用 Xu提出的 GSC进行实证分析。

假设 MPKit 是城市 i在第 t期的资本配置效率，Γ
和 C分别表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单位集合。总样本
数为 N = Ntr + Nco ，其中 Ntr和 Nco分别表示处理组和
控制组的城市个数。所有的样本观测值均有 T期。令
T0，i 为处理组城市 i 扩容发生前的期数，则扩容发生
在 T0，i + 1期，扩容后观测期 qi = T － T0，i 。控制组在
观测期内不受扩容影响。为便于记录，先假设所有的
处理组城市发生扩容的时期相同，则 T0，i = T0 ，qi =
q。为控制城市的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假设资本配
置效率 MPKit 由如下线性因子模型生成，即

MPKit = δit Dit + X ＇
itβ + λ ＇

i ft + εit ( 1)

其中，Dit 为发生扩容的的虚拟变量，Dit = 1表示
第 i个城市在 t期受到扩容影响，否则取 0; δit表示城
市 i在第 t时期的异质性政策处理效应; Xit 为 k 维可

观测控制变量，β = ( β1，…，βk )
＇ 为 k 维待估系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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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ft = ( f1t，…，frt )
＇表示影响不同城市资本配置效率

的 r维不可观测时变共同因子向量，控制不同城市间
的空间相关性; λ i = ( λ i1，…，λ ir )

＇为城市 i的 r维未知

因子载荷向量，λ ＇
i ft 反映了城市间相关的不可观测时

变因素; εit 为城市 i 在第 t 期具有零均值不可观测冲
击，反应了城市间相互独立的随机扰动因素。

控制组的资本配置效率由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给
出，用向量形式表示

MPKi = Xiβ + F λ i + εi ( i∈ C)

将上式用矩阵形式表示，同时各符号定义如下，

例: MPKi = ( MPKi1，MPKi2，…，MPKiT )
＇，则上式可

表示为
MPKco = Xcoβ + F Λ＇

co + εco ( 2)

其中，MPKco = ( MPK1，MPK2，…，MPKNco
) ＇，Xco 、

εco 定义相同。

令 MPKit ( 1) 和 MPKit ( 0) 分别表示城市 i 在第 t

期受到扩容影响和未受到扩容影响的潜在结果，则个
体处理效应表示为 δit = MPKit ( 1) － MPKit ( 0) ( i∈Γ，
t ＞ T0 ) ，扩容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 ATT) 为

ATTt，t ＞ T0
= 1

Ntr
∑
i∈Γ

MPKit ( 1) － MPKit ( 0)[ ]

= 1
Ntr
∑
i∈Γ

δit

( 二) 模型估计
第一步: 假定 r维未知因子为已知，根据控制组

的样本 MPKi，Xi
{ }

i∈C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估计式

( 2) ，得到估计值 β
︿
，F

︿
，Λ

︿

co

( β
︿
，F

︿
，Λ

︿

co ) = argmin
β，F，Λ co
∑
i∈C
( MPKi － Xiβ － F

λ i )
＇( MPKi － Xiβ － F λ i )

s. t. F ＇F
T = Ir ，Λ

＇
co Λco = D

其中，D为对角矩阵。

第二步，基于 ( β
︿
，F
︿
) 与处理组在扩容前的样本

MPKi，Xi
{ }

i∈C，t ＜ T0
得到处理组的因子载荷 λ

︿

i

λ
︿

i = argmin
λ i

( MPK0
i － X0

i β
︿
－ F

︿
0 λ i )

＇( MPK0
i － X0

i β
︿

－ F
︿
0 λ i ) = ( F

︿
0 ＇ F

︿
0 ) －1 F

︿
0 ＇( MPK0

i － X0
i β
︿
)

第三步，基于 ( β
︿
，F
︿
，Λ
︿

i ) 估计处理组城市的反事
实

MPK
︿

it ( 0) = X ＇
it β
︿
+ λ

︿
＇
i f
︿

t ( i∈ Γ，t ＞ T0 )

综上，可得到处理组在 t期的 ATT为

ATT
︿

t = 1
Ntr
∑
i∈Γ

MPKit ( 1) － MPK
︿

it ( 0)[ ]

上文假定 r 维未知因子为已知，在实际应用中，

通过交叉验证方法得到。具体细节见 Xu ( 2017) ［30］。
( 三) 研究对象说明
为满足在 “中心 －外围”理论的基础上验证区

域一体化扩容对资本配置效率改善的有效性，以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10 年接收 6 市和
2013 年接收 8 市为长三角城市群稳步扩容的准自然
实验。将原位“中心 16 市”作为中心城市，将新进
“外围 14 市”作为外围城市。选取该研究对象基于
两点: 一是长三角城市群建立时间较长，是中国发展
最成熟的城市群，其发展模式更符合 “中心 －外围”

理论 ( 周光霞和余吉祥，2013［10］; 毕秀晶和宁越敏，
2013［9］; 周 韬 和 郭 志 仪， 2014［31］; 周 韬，
2018［32］) 。二是长三角城市群两次区域一体化扩容
时间距今已较久，能更好观测区域扩容前后资本配置
效率的变化趋势。

( 四)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资本配置效率。对资本配置效

率 ( MPK) 测度，目前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边际产
出法和弹性系数法。本文借鉴已有研究 ( 龚六堂和
谢丹阳，2004［33］; Caselli and Feyrer，2007［34］; 周月
书和王悦雯，2015［35］; 武英涛等，2018［36］; 陈恒
等，2019［37］) ，采用边际产出法得出资本边际产出率
作为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指标。其中涉及到资本存量
K，借鉴刘常青等 ( 2017) 提出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资本存量测度方法，用永续盘存法测度［38］。

2.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将影响资本配置
效率的控制变量设定为: 发展水平 ( dev) 代表对资
本的使用能力，发展水平越高，资本利用越充分，采
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表示 ( 孙晓华和郭旭，
2015［39］) ; 产业结构 ( ind) 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会对
经济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资本的配置 ( 干春晖等，
2011［40］) ，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表示; 金
融发展 ( fin) 能减轻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问题，
实现资本市场的资源有效分配 ( 尹希果和桑守田，
2010［41］) ，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
比值表示; 政府竞争 ( gov) 表示财政分权体制下政
府对资本的干预 ( 钟军委和万道侠，2018［21］) ，采
用地区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表示; 科技
发展 ( tec) 会促进资本使用效率，采用科学技术支
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表示; 外资水平 ( for) 通
过改变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改革进程影响资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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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孙瑾等，2014［42］) ，采用地区工业企业中港、

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总数占地区总工业企业数比例
表示; 房地产投资 ( rev) 在我国资本投资中占据大量
份额，造成投资虚拟化 ( 李世美和沈丽，2019［43］) ，

采用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表示; 教育
支出 ( edu) 代表人力资本的培养，人力资本的数量和
质量会对推动资本密集型企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
业转变 ( 刘成坤和林明裕，2020［44］) ，进而提高资本
使用率，采用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表示; 交
通可达性 ( tra) 通过影响资本积累难易程度对资本配
置效率产生影响 ( 张学良，2012［45］) ，采用年末实有
道路面积的对数值测算。

( 五)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3 － 2017 年我国 284 个地级市的面

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城市和省份对应统计

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本文
选取 2003 － 2017 年数据主要原因: 一、台州于 2003

才加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形成长三角
城市群最早的 “中心 16 市”; 二、2018 年 “长江三
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吸收了铜陵、安庆、池州、

宣城，但此次扩容仅过去两年，不符合 GSC 数据选
取要求。同时为避免此次扩容对结果造成影响，时间
节点截止至 2017 年; 三、GSC 是根据数据相似程度
来确定权重，再合成对象。长三角处理组中的各地级
市经济基础状况各不相同，为满足 GSC 更好拟合需
求，控制组中的样本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确定最优合成
对象 ( 姜薇和陶士贵，2020［46］) 。但同时也应避免
扩容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相互影响和 “污染”外溢
效应 ( 林细细等，2018［47］) 。因此本文选取扣除了
长三角“三省一市”外的 243 个地级市作为控制组。

各数据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 1。

表 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MPK 资本配置效率 4260 0. 459 0. 311 0. 064 2. 377

dev 发展水平 4260 10. 122 0. 823 7. 472 12. 456

ind 产业结构 4260 0. 991 0. 615 0. 094 13. 264

fin 金融发展 4260 2. 096 1. 042 0. 588 12. 509

gov 政府竞争 4260 0. 160 0. 094 0. 031 1. 485

tec 科技发展 4260 0. 024 0. 050 0. 001 0. 414

for 外资水平 4260 0. 096 0. 112 0 0. 797

rev 房地产投资 4260 0. 091 0. 073 0. 009 1. 071

edu 教育支出 4260 0. 173 0. 063 0. 002 0. 494

tra 交通可达性 4260 6. 753 1. 020 2. 639 9. 975

四、区域一体化扩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性分析
本文运用 Xu ( 2017) 提供的估计方法［30］，将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代入式 ( 1 ) ，运用 ＲStudio 进行计

量，结果如图 1 和表 2 所示。

图 1 长三角城市群实际资本配置效率与反事实资本配置路径效率对比与处理效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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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根据处理时点重新排列后实际资本配置效率与反事实资本配置效率汇总表

相对处理时期 实际 反事实 历期处理效应 平均处理效应

－ 6 0. 73900 0. 73848 0. 00052

－ 5 0. 53333 0. 54453 － 0. 01120

－ 4 0. 43899 0. 44557 － 0. 00657

－ 3 0. 37019 0. 37353 － 0. 00334

－ 2 0. 34234 0. 34430 － 0. 00197

－ 1 0. 32981 0. 32847 0. 00134

0 0. 30048 0. 28907 0. 01141

1 0. 28374 0. 25704 0. 02670

2 0. 27158 0. 25005 0. 02152

3 0. 24963 0. 22252 0. 02711

4 0. 23330 0. 20340 0. 02991

5 0. 22086 0. 18721 0. 03366

6 0. 22769 0. 16431 0. 06338

7 0. 21229 0. 15039 0. 06190

8 0. 20280 0. 13893 0. 06386

0. 03499

图 1 ( a) 描绘了长三角城市群受到扩容影响的

实际资本配置效率变化与未受到扩容影响的反事实资

本配置效率变化路径对比。首先可以看到由于我国近

年快速发展，各地级市资本要素逐渐充裕，资本已不

再是严重稀缺的资源，根据边际产出递减原则，资本

配置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这与龚六堂和谢丹阳
( 2004) ［33］、周月书和王悦雯 ( 2015 ) ［35］等学者研究

是一致的。虽然资本配置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与

本文研究并不矛盾，本文关注点是: 在现有情况下，

城市群扩容相对于城市群未扩容，资本边际产出率能

否提高，单位资本能否创造更多产出? 若有提高，即

扩容能促进资本的有效利用和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其

次，从图 1 ( a) 中可以进一步发现在长三角城市群

扩容之前的时期，二者之间的变化路径几乎是一致

的，这说明反事实的资本配置效率较理想地拟合了扩

容前实际资本配置效率。直到扩容当期，两条路径才

产生差异，实际的资本配置效率高于反事实资本配置

效率。从图 1 ( b) 和表 2 可以更直观看出，在扩容

之前，两条路径之间的差距在 0 左右波动 ( 最大值

为 0. 00134，最小值为 － 0. 01120 ) 。扩容后，二者之

间差距持续为正 ( 即处理效应为正) ，且差距呈现扩

大趋势，扩容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逐渐增大。

此外，扩容后第 1 期，资本配置效率立即显著改善
( 值为 0. 02670) ，之后先略微下降后持续上升，在第
6 期时候，达到阶段平台 ( 值在 0. 062 左右波动 ) ，

改善作用最明显。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在第 1 期取得阶

段峰值，是由于新城市圈形成前，各地方政府已进行

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因此当扩容后，新进城市加入经

济圈，即可通过减小流动壁垒，削弱市场分割，促进

资本流动以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之后随着扩容期数增

加，原位中心城市与新进外围城市通过不断磨合，推

进金融一体化，完善产业结构布局，进一步改善资本

配置效率。总体上，扩容对长三角城市群资本配置效

率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 03499，以扩容后第 8 期实际

资本配置效率 0. 20280 为基数，扩容对资本配置效率

的改善率约为 17. 25%。综上，验证了假设 1。

GSC在一次运行中为所有处理单元提供了单独的

处理效果，因此可对异质处理效果进行估计。本文按

照所属省份对新进外围城市进行分类，考察在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扩容过程中，对哪省新进外围城市的资本

配置改善作用更显著? 结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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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扩容对不同省份新进外围城市资本配置效率的历期处理效应变化

从图 2 可以看出，在扩容之前，“三省”新进外

围城市两条路径之间的差距均在 0 左右波动，说明
GSC有较好的进行拟合。扩容后，安徽与江苏差值为

正且不断扩大，但浙江几乎没有变化，仍在 0 左右波

动。这说明扩容改善了安徽与江苏境内的新进外围城

市资本配置效率，但对浙江境内新进外围城市改善作

用不明显。其中，安徽新进外围城市资本配置效率改

善作用最佳，且还在不断扩大 ( 平均处理效应为
0. 05188) ; 江苏新进外围城市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在扩

容后第 5 期达到最大，之后进入平台期 ( 平均处理

效应为 0. 04452 ) 。安徽在扩容中受益程度大于江苏

与浙江，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政府中部崛起、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实施，当前我国资本积聚能量逐步由东部向

中西部地区拓展，资本流入中西部符合市场规律，资

本能获得更好利用。另一方面是安徽相比于江苏与浙

江，虽然其社会经济基础相对较弱，但相反而言其可

塑性更强。例如在加入长三角城市群后，原本较弱的

金融基础，可以受到金融一体化 “涓流效应”正外

部性影响，通过提升自身金融基础水平，深化资本市

场化配置; 原本较空白的产业基础，可以依据比较优

势原则，发展特色产业，与中心城市形成差异化的产

业分工。而江苏与浙江由于发展基础较好，其原本发

展起来的产业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转型，受益程度不如

安徽。综上，验证了假设 3。

五、细化的稳健性分析

上文已验证了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扩容能改善资

本配置效率。但为避免因选取的估计方法、样本和时

间节点等外部因素影响，导致分析结果存在差异，通

过多期 DID、双向固定效应 DID 和 SCM 进行稳健性

检验。同时为更深入评判区域扩容对城市圈内不同城

市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将处理组进一步

分为三组: 含全部处理组的整体城市 ( 30 市) 、长三

角城市群的原位中心城市 ( 16 市) 何扩容进入长三

角的新进外围城市 ( 14 市) ，进行更细化的异质性分

析。

( 一) DID检验
DID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周黎

安和陈烨 ( 2005 ) 最早引入该方法对农村税费改革

政策效果进行评价［48］。近来张学良等 ( 2017 ) 、邓

文博等 ( 2019 ) 采用双重差分法对长三角一体化的

经济绩效进行了效果评估［12］［14］。参照以往学者研

究，将模型设定为:

MPKi，t = α0 + β1 DIDi，t + βn Xi，t + γ i + μ t + εi，t

其中，下标 i代表第 i个地级市，下标 t 代表第 t

年; MPKi，t 是度量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被解释变量;

DIDi，t 是核心解释变量，在多期 DID 和双向固定效应
DID中表示形式不同。多期 DID 中 DIDi，t 代表城市 i

在 t年是否处于城市群中，如果是赋值 1，不是则赋

值 0。在双向固定效应 DID 中 DIDi，t 由两部分组成
intimei，t* ingroupi，t ，intimei，t 表示分期虚拟变量，在

扩容之前赋值为 0，在扩容后赋值为 1，ingroupi，t表示

分组虚拟变量，处理组赋值为 1，控制组赋值为 0。

由于双向固定效应 DID 只能运用于单期检验，因此

选取 2010 年的扩容作为处理期 ( 选取 2010 年是为保

证样本扩容前后有更充分的数据，结果更准确。本文

亦选取 2013 年进行验证，均能得到一致结果) ; Xi，t

为本文一系列控制变量，与上文选取的变量一致; γ i

表示地区效应，μ t 表示时间效应，εi，t 表示随机误差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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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双重差分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多期 DID 双向固定效应 DID

( 1) ( 2) ( 3) ( 4) ( 5) ( 6)

整体城市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整体城市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DID
0. 0606＊＊＊ 0. 0696＊＊＊ 0. 0528＊＊＊ 0. 0686＊＊＊ 0. 0701＊＊＊ 0. 0673＊＊＊

( 0. 00864) ( 0. 0110) ( 0. 0119) ( 0. 0118) ( 0. 0138) ( 0. 0217)

dev
0. 0555＊＊＊ 0. 0522＊＊＊ 0. 0687＊＊＊ 0. 0520＊＊＊ 0. 0521＊＊＊ 0. 0649＊＊＊

( 0. 0177) ( 0. 0186) ( 0. 0185) ( 0. 0121) ( 0. 0123) ( 0. 0127)

ind
0. 0348＊＊＊ 0. 0324＊＊＊ 0. 0352＊＊＊ 0. 0323＊＊＊ 0. 0317＊＊＊ 0. 0328＊＊＊

( 0. 0118) ( 0. 0112) ( 0. 0120) ( 0. 00473) ( 0. 00476) ( 0. 00483)

fin
0. 000330 － 0. 00246 0. 00175 － 0. 00130 － 0. 00227 0. 000229

( 0. 00552) ( 0. 00582) ( 0. 00553) ( 0. 00456) ( 0. 00461) ( 0. 00472)

gov
0. 0415 0. 0776 0. 0457 0. 0551 0. 0807 0. 0567

( 0. 0508) ( 0. 0655) ( 0. 0514) ( 0. 0463) ( 0. 0533) ( 0. 0475)

tec
1. 700＊＊＊ 1. 723＊＊＊ 1. 723＊＊＊ 1. 648＊＊＊ 1. 658＊＊＊ 1. 670＊＊＊

( 0. 226) ( 0. 238) ( 0. 237) ( 0. 106) ( 0. 109) ( 0. 111)

for
0. 0211 0. 0250 0. 0168 0. 0268 0. 0233 0. 0259

( 0. 0776) ( 0. 0793) ( 0. 0805) ( 0. 0628) ( 0. 0637) ( 0. 0655)

rev
－ 0. 0703* － 0. 0294 － 0. 0747* － 0. 0155 － 0. 00185 － 0. 0183

( 0. 0420) ( 0. 0417) ( 0. 0423) ( 0. 0445) ( 0. 0453) ( 0. 0458)

edu
0. 322＊＊＊ 0. 339＊＊＊ 0. 325＊＊＊ 0. 312＊＊＊ 0. 330＊＊＊ 0. 315＊＊＊

( 0. 0877) ( 0. 0928) ( 0. 0895) ( 0. 0751) ( 0. 0773) ( 0. 0776)

tra
－ 0. 0211＊＊＊ － 0. 0181＊＊ － 0. 0194＊＊ － 0. 0209＊＊＊ － 0. 0195＊＊＊ － 0. 0192＊＊＊

( 0. 00750) ( 0. 00763) ( 0. 00763) ( 0. 00609) ( 0. 00616) ( 0. 00632)

Constant
0. 495＊＊＊ 0. 503＊＊＊ 0. 359＊＊ 0. 545＊＊＊ 0. 536＊＊＊ 0. 414＊＊＊

( 0. 169) ( 0. 179) ( 0. 176) ( 0. 119) ( 0. 122) ( 0. 124)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Ｒ2 0. 908 0. 908 0. 907 0. 891 0. 890 0. 889

F统计量 108. 5 108. 4 109. 6 1248. 9 1215. 3 1152. 4

观测值 4095 3885 3855 3975 3885 3735

注: 括号内是稳健性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从表 3 可知，无论是运用多期 DID或运用双向固

定效应 DID，模型 ( 1 ) － ( 6 ) 的交互项系数均显

著为正，这说明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扩容能改善资本

配置效率，与上文运用 GSC 估计的结果一致，结论

的稳健性得到验证。多期 DID模型 ( 1) 中，处理效

应为 0. 0606，高于 GSC 的 0. 03499。多期 DID 相比

GSC高估了扩容对资本配置的改善效果。这与刘甲炎

和范子英 ( 2013 ) 、林细细等 ( 2018 ) 估计结果一

致［4 7］［49］。其认为高估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一方

面是当处理组与控制组面对共同冲击时，例如国家的

财政收紧，处理组的反应幅度大于对照组时，DID就

会出现高估。另一方面是因为双重差分的基线估计误

差会大于合成控制法，因此估计效果偏差较大。将整

体城市区分为原位中心城市与新进外围城市两类进行

更细化的稳健性检验，从模型 ( 2) － ( 3) 、( 5) －

( 6) 可以发现，区域扩容对原位中心城市的资本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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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效率的改善作用大于新进外围城市。这现象产生的

原因与政策导向有关，长三角基于城市合作的区域扩

容本质是要促进原位中心城市发展，尤其是上海等发

达城 市 非 核 心 功 能 疏 解 ( 张 学 良 和 林 永 然，

2018［5 0］) ，因此扩容的目的更大程度上是服务原位

中心城市。进一步对比多期 DID 与单期双向固定效

应 DID结果，可以发现模型 ( 1 ) － ( 3 ) 的交互项

分别小于模型 ( 4 ) － ( 6 ) ，这说明无论是整体城

市、原位中心城市或新进外围城市其多期 DID 处理

效应均小于单期双固定效应 DID。这是因为多期 DID

包含 2010 年和 2013 年两期扩容效应影响，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只包含 2010 年一期扩容效应影响。而 2013

年扩容带来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在样本期内还未完全显

现，拉低了处理效应。这与上节发现 “扩容对资本

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随时间增加而增大”的结论相

一致。综上，在保证上文结论稳健性的同时又验证了

假设 2。

以下对控制变量的结果进行解释。发展水平、产

业结构、科技发展和教育支出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发

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高级，科技水平越发达，人

力资本越充足均能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但交通可

达性系数显著为负，这与预计相反，可能是由于我国

地域广阔，目前的交通基础设施尚不足以支撑资本配

置效率提高。房地产投资部分显著为负，说明资本的

“脱实向虚”，不利于资本的合理利用。金融发展、

外资水平和政府竞争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全国范围内

大部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仍较低，资本尚不能通过资

本市场实现“精确滴灌”; 过多依靠外资并不能改善

资本的使用; 财政分权造就的政府竞争一定程度上激

励政府的有作为，但不明显。

( 二) SCM检验

SCM检验更适合对单个实验单元单期政策进行

效果评估，本文涉及到多个实验单元多期政策的情

形，参照以往学者做法，进行以下预处理。首先将处

理组按照整体城市、原位中心城市、新进外围城市分

为三类，并通过取平均将多个实验单元合并成新分析

单元，其次同上选取 2010 年扩容作为处理期。采用

Abadie et al. ( 2010) 的估计方法分析［29］。

图 3 合成控制法稳健性检验结果

从图 3 可以看出，在扩容政策实施之前，实际与

合成的资本配置效率路径几乎是重合的，这说明通过

SCM合成的分析单元能较好拟合扩容前资本配置效

率的变化路径。扩容之后，整体城市、原位中心城市

和新进外围城市，其实际资本配置效率均高于合成资

本配置效率，但不同区域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变化呈

现出异质性。为更具体观测扩容后不同区域表现出的

差异性，计算实际与合成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以及平

均年变化，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以看出，扩容对三

个分析单元的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均随时间增大而增

大，但年变化率不同，原位中心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

改善年变化远高于新进外围城市，即区域扩容对原位

中心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大于新进外围城

市。这一方面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2，同时也增强了上

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4 扩容后实际与合成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以及平均年变化

时间 整体城市 中心城市 新进城市

2010 0. 01368 0. 01629 0. 01150

2011 0. 02106 0. 02506 0. 0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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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0. 02579 0. 03400 0. 02020

2013 0. 03214 0. 04516 0. 02397

2014 0. 03880 0. 05497 0. 02895

2015 0. 04084 0. 05862 0. 02874

2016 0. 04564 0. 06475 0. 02926

2017 0. 05203 0. 07430 0. 03212

平均年变化 0. 00479 0. 00725 0. 00258

六、区域一体化扩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检

验

上文已验证了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扩容能改

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且无论是原位中心城市或新进

外围城市均能受益。那么在长三角城市圈发展过程

中，区域一体化扩容是否是通过 “打破流动壁垒”、

“完善产业分工”和“提升区域金融水平”三种作用

机制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为检验三种作用机制，构建如下模型:

MPKi，t = α0 + β1 joini，t + β2 cfi，t + β3 cfi，t* joini，t +

β4 divii，t + β5 divii，t* joini，t + β6 fini，t + β7 fini，t* joini，t

+ βn Xi，t + γ i + μ t + εi，t

其中，下标 i代表第 i个地级市，下标 t 代表第 t

年; MPKi，t 是度量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被解释变量;

joini，t 为自变量，代表城市 i在 t年是否已加入长三角

城市群，如果是赋值 1，不是则赋值 0; cfi，t 、divii，t 、

fini，t为扩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三种作用机制，依次

为资本流动、产业分工、金融发展。Xi，t 为控制变量，

与上文选取的变量一致。γ i 表示地区效应，μ t 表示时

间效应，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同时，为验证长三角

城市群稳步扩容过程中的内部作用机制，将样本限定

为长三角“三省一市”内的 41 座城市。

为验证新进外围城市扩容加入城市群，能打破与

原位中心城市间流动壁垒，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与优化

配置。借鉴王钺和白俊红 ( 2016 ) 作法并改进，运

用各城市的资本存量占全国比重的变化率测算城市资

本的相对流动［5 1］，即:

cfi，t = Ki，t / Kt

Ki，t －1 / Kt－1
－ 1

其中，Ki，t为 t年城市 i的资本存量，Kt为 t年全国

的资本存量。未取绝对值前，cfi，t ＞ 0 时，表示资本流

入该城市; cfi，t ＜ 0 时，表示资本流出该城市。取绝对

值后，数值越大表示资本流动的程度越高; cfi，t = 0

时，表示该城市资本既不流入也不流出。

为验证新进外围城市扩容加入城市群，有助于通

过产业互补效应，依据要素禀赋，与原位中心城市进

行合理产业分工，实现资本有效配置。参考陈国亮和

唐根年 ( 2016) 采用长三角城市群中各城市 19 个行

业从业人员数来计算不同城市间产业结构差异［5 2］，

即:

divii，t = ln∑ j = 41
diviij，t

diviij，t = ∑
19

k = 1

Xk
i，t

Xi，t
－
Xk

j，t

Xj，t

其中，diviij，t 表示 t年两两配对城市 i 和城市 j 的

产业结构差异; k表示行业; Xk
i，t和 Xi，t表示城市 i在 t

年 k行业人数和 19 个行业总人数; Xk
j，t 和 Xj，t 表示城

市 j在 t年 k行业人数和 19 个行业总人数。

为验证新进外围城市扩容加入城市群，能更好接

收原位中心城市金融辐射作用，共同提升区域金融水

平，深化资本市场化配置，需寻找合适的金融发展指

标来衡量。以往学者一般遵循 “金融总资产与国民

财富的比值”原则进行改造。林毅夫和姜烨 ( 2006)

用“商业银行存贷款余额 /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

额”和“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 /GDP”两项指标衡量

了金融发展程度［53］; 戴伟和张雪芳 ( 2016 ) 用 “金

融机构存贷款总额 /GDP”衡量各省的金融发展水

平［54］。由于当前我国金融结构是以银行信贷为主体

的间接融资体系，直接融资总量相对较小，此外，部

分地级市数据可得性较低。参照以往学者研究，选用

“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 /GDP”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指

标。

如表 5 所示，在改变了控制组样本的前提下，模

型 ( 1) 、( 2) 、 ( 4) 、 ( 6) 的 join 系数仍显著为正，

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扩容能改善区域资本配

置效率，进一步增强上文结论的稳健性。模型 ( 2 )

中资本流动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本的自由流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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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从低收益率的地区、行业流向高收益率的地区、行

业，实现高效配置。进一步结合模型 ( 3 ) 和 ( 8 ) ，

join系数与资本流动系数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进一步

说明新进外围城市扩容加入城市群，能打破与原位中

心城市间流动壁垒，进一步加强资本的自由流动与优

化配置。模型 ( 4) 中产业分工系数不显著，这与上

文分析中提到长三角过去形成以上海为总部，上海经

济腹地为生产基地的 “前店后厂”模式是相关的。

原位中心城市内部未基于比较优势形成差异化产业分

工，相反过多的重复建设与产业同质化问题，拖累了

资本的合理利用。但从模型 ( 5 ) 和 ( 8 ) 作用机制

结果看，join 系数与产业分工系数的交互项显著为

正，则说明新进外围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群，疏解了

原位中心城市非核心产业转移，降低了原本中心城市

群内产业同构性。新进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形成的差

异化产业分工，使城市群的产业布局更合理，极大改

善了配置于产业中资本的使用效率。模型 ( 6 ) 中金

融发展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的发展能通过降低交

易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等途径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

高。结合模型 ( 7) 和 ( 8) ，join 系数与金融发展系

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新进外围城市扩容加

入城市群后，能更好接收中心城市，尤其上海 “金

融中心”的金融辐射作用。在金融一体化的 “涓流

效应”影响下，协同原位中心城市共同推进区域金

融深化与资本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本的高效利用。综

上，扩容能通过“打破流动壁垒”、“完善产业分工”

和“提升区域金融水平”三种作用机制改善资本配

置效率。

对于本部分的控制变量，与上文相同，教育支

出、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均显著为正，外资水平与政

府竞争系数则不显著。这说明无论是全国范围或长三

角，重视教育与科技的投入，促进产业向高级化转

型，均能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与上文不同的是，长三

角交通可达性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长三角交通基础设

施远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交通网的互联互通，“一小

时经济圈”的形成确实能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发展

水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长三角越发达城市，资本的

聚集却并没有伴随合理的利用。房地产投资系数显著

为负，说明长三角的高房价吸引过多的资本 “脱实

向虚”流入房地产，造成资本的无效堆积，极大降

低了资本配置效率。

表 5 区域扩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检验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join
0. 0270＊＊ 0. 0274＊＊ 0. 00705 0. 0276＊＊ － 0. 300＊＊ 0. 0278＊＊ －0. 0946＊＊＊ － 0. 290＊＊

( 0. 0126) ( 0. 0125) ( 0. 0151) ( 0. 0127) ( 0. 144) ( 0. 0125) ( 0. 0264) ( 0. 142)

cf
0. 292＊＊＊ 0. 0418 0. 0771

( 0. 0873) ( 0. 137) ( 0. 134)

cf* join
0. 393＊＊ 0. 368＊＊

( 0. 166) ( 0. 159)

divi
0. 00871 － 0. 0244 － 0. 0170

( 0. 0218) ( 0. 0255) ( 0. 0249)

divi* join
0. 0947＊＊ 0. 0835*

( 0. 0453) ( 0. 0444)

fin
0. 0204＊＊ 0. 00171 0. 0159

( 0. 00850) ( 0. 00955) ( 0. 00988)

fin* join
0. 0359＊＊＊ 0. 0127*

( 0. 00882) ( 0. 00707)

dev
－0. 0532＊＊＊ －0. 0595＊＊＊ －0. 0593＊＊＊ －0. 0529＊＊＊ －0. 0454＊＊＊ －0. 0576＊＊＊ －0. 0464＊＊＊ －0. 0668＊＊＊

( 0. 0139) ( 0. 0140) ( 0. 0139) ( 0. 0140) ( 0. 0136) ( 0. 0140) ( 0. 0135) ( 0.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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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
0. 0736＊＊＊ 0. 0753＊＊＊ 0. 0779＊＊＊ 0. 0734＊＊＊ 0. 0690＊＊＊ 0. 0568＊＊＊ 0. 0502＊＊＊ 0. 0554＊＊＊

( 0. 0143) ( 0. 0142) ( 0. 0142) ( 0. 0144) ( 0. 0146) ( 0. 0159) ( 0. 0159) ( 0. 0158)

gov
0. 0109 0. 00645 － 0. 00484 0. 0108 0. 0272 － 0. 0467 － 0. 0669 － 0. 0832

( 0. 0681) ( 0. 0675) ( 0. 0674) ( 0. 0681) ( 0. 0686) ( 0. 0720) ( 0. 0719) ( 0. 0721)

tec
1. 647＊＊＊ 1. 741＊＊＊ 1. 851＊＊＊ 1. 662＊＊＊ 1. 627＊＊＊ 1. 671＊＊＊ 1. 554＊＊＊ 1. 888＊＊＊

( 0. 196) ( 0. 196) ( 0. 201) ( 0. 199) ( 0. 202) ( 0. 195) ( 0. 198) ( 0. 205)

for
0. 0311 0. 0336 0. 0250 0. 0224 0. 0174 0. 0142 0. 00399 － 0. 0362

( 0. 0703) ( 0. 0697) ( 0. 0695) ( 0. 0736) ( 0. 0744) ( 0. 0704) ( 0. 0697) ( 0. 0735)

rev
－ 0. 616＊＊＊ － 0. 638＊＊＊ － 0. 630＊＊＊ － 0. 614＊＊＊ － 0. 644＊＊＊ － 0. 630＊＊＊ － 0. 649＊＊＊ － 0. 648＊＊＊

( 0. 0713) ( 0. 0710) ( 0. 0708) ( 0. 0715) ( 0. 0720) ( 0. 0712) ( 0. 0711) ( 0. 0713)

edu
0. 517＊＊＊ 0. 485＊＊＊ 0. 469＊＊＊ 0. 513＊＊＊ 0. 521＊＊＊ 0. 550＊＊＊ 0. 515＊＊＊ 0. 516＊＊＊

( 0. 138) ( 0. 138) ( 0. 137) ( 0. 139) ( 0. 139) ( 0. 139) ( 0. 138) ( 0. 137)

tra
0. 0198＊＊＊ 0. 0198＊＊＊ 0. 0184＊＊＊ 0. 0198＊＊＊ 0. 0241＊＊＊ 0. 00860 0. 0144* 0. 00574

( 0. 00693) ( 0. 00687) ( 0. 00687) ( 0. 00694) ( 0. 00697) ( 0. 00834) ( 0. 00824) ( 0. 00840)

Constant
1. 219＊＊＊ 1. 220＊＊＊ 1. 214＊＊＊ 1. 187＊＊＊ 1. 208＊＊＊ 1. 310＊＊＊ 1. 243＊＊＊ 1. 403＊＊＊

( 0. 134) ( 0. 133) ( 0. 132) ( 0. 156) ( 0. 159) ( 0. 139) ( 0. 133) ( 0. 162)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Ｒ2 0. 902 0. 904 0. 905 0. 902 0. 902 0. 903 0. 905 0. 908

F统计量 208. 8 204. 9 199. 4 200. 8 193. 2 202. 9 199. 6 178. 8

观测值 615 615 615 615 615 615 615 615

注: 括号内是稳健性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Krugman 的 “中心 － 外围”理论，分

析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扩容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直接要素“资本”有何影响。以 “长江三角洲城市

经济协调会”2010 年和 2013 年两次并入新城市作为

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扩容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广

义合成控制法 ( GSC) 、双重差分法 ( DID) 和合成

控制法 ( SCM) 进行实证探究与稳健性检验。得到

以下结论: 一、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扩容能改善

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且扩容后随着原位中心城市与新

进外围城市不断磨合，资本配置改善作用随时间增加

而增大。二、区域一体化扩容对城市圈内中心与外围

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由于政策导

向等原因，扩容对新进外围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改善

作用小于原位中心城市。三、区域一体化扩容对不同

新进外围城市的影响亦存在异质性。按省份划分后，

扩容改善了安徽与江苏境内的新进外围城市资本配置

效率，但对浙江境内新进外围城市改善作用不明显。

由于当前我国资本积聚能量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

拓展，因此扩容对地处安徽的新进外围城市资本配置

效率促进作用最佳，且还在不断扩大。本文在此基础

上，还进一步对区域扩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进

行检验，结果发现区域扩容能通过 “打破流动壁

垒”、“完善产业分工”和 “提升区域金融水平”三

种作用机制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新布局下，新进城市给长三

角注入新的活力，原本限制长三角资本配置效率的不

良因素，有望通过中心原位城市与新进外围城市多方

深度协作得到化解。处理好长三角区域扩容带来的原

位中心城市与新进外围城市契合问题，是资本实现高

效配置、长三角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条件。基于本

文研究，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1. 积极探索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机制。

目前阻碍长三角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是 “财政分权”

体制下，地方政府往往会设置流动壁垒对资本进行锁

定。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探索投入共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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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共享的财税共享机制。对于毗邻地区，可以借鉴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在探索的跨区域投

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管理制度。对于不相邻

地区，应进一步推进 “共建产业园”、 “飞地经济”

的发展，合理协商确定利益分享期，建立长效的飞入

地与飞出地财税分成利益共享机制。只有利益的明

晰，资本才能在长三角更大范围内实现配置，原位中

心城市中富余的资本才能输入新进外围城市进行创业

投资，新进外围城市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亦能

获得更好发挥。

2. 合理产业分工，建立原位中心城市与新进外

围城市的产业规划对接机制，推进长三角产业平衡发

展。统计长三角 41 个城市 “十三五”规划中的产业

规划后，发现有 24 个城市将电子商务作为优先产业，

有 26 个城市将医药制造业作为优先产业，有 34 个城

市将高端制造业作为优先产业，有 36 个城市将金融

业作为优先产业等，而实际上很多城市并不具备发展

这些产业的基础和条件，不符合比较优势。对此，各

城市应从长三角 “一盘棋”的规划出发，建立合理

的产业规划对接机制。新进外围城市既要承接原位中

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进行顺应产业生命周期的梯

度转移，又要积极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形成差

异化的产业分工。从省级层面看，上海应聚焦核心技

术发展，同时借助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示范区、沿

沪宁产业创新带、G60 科创走廊等平台，协同苏浙构

建科技创新共同体。江苏与安徽应分层推进制造业发

展。江苏凭借较好的产业基础，应更注重创新链与产

业链的融合发展，安徽具有更好的可塑性，应更积极

承接苏浙沪的产业转移。浙江要借信息技术优势，积

极发展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引擎，同时区别上海

的高端制造和江苏的先进制造，引领小散乱的低端制

造向精致制造升级，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优势。

3. 深入推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提升整体金融

发展水平。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既有助于新进外围城

市与原位中心城市打造功能互补、优势叠加、特色鲜

明的长三角金融集聚生态圈，又有助于 “金融马赛

克”现象形成，为共享金融资源、促进金融流通提

供平台，反过来促进上海 “金融中心”建设。鉴于

我国目前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体系，

信贷一体化是金融一体化的关键突破口。一方面城市

间应打破行政力量分割和地方分治的传统银行管理模

式，推动跨区域的机构互设与区域重组，搭建信贷自

由流动的载体。另一方面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打造

“信用长三角”，减少区域间信息不对称，提升区域

金融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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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Ｒegional Integration Enlargement Promot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A Quasi － natural Experimental Ｒesearch Based on Practice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Cai Xinlei，Fan Conglai，Lin Jian

Abstract: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fficient use of capital

element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4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7，this paper used the gener-

alized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nd Difference － in － differences method to verify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n-

largem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taking the two enlargements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of the " Yangtze

Ｒiver Delta Urban Economic Coordination Association Committee" as a quasi － natural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The enlargement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capital allocation，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increased

with time; ( 2)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enlargement on the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new peripheral cities was

less than that of the in － situ central cities; ( 3) the enlargement improved the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new pe-

ripheral cities in Anhui and Jiangsu，but it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new peripheral cities in Zhejiang． This paper further

tested the mechanism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nlargeme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It found that en-

largement c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through " Breaking the flow barrier"，" Improving the in-

dustrial division" and " Improving the regional financial level" ．

Keywords: Ｒegional integration enlargement;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Yangtze Ｒiver Delta; Generalized syn-

thetic control method; Mechanis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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